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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冲突时空

演化特征与模拟预测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陈文慧，刘　庆，朱红梅，陈伊翔
（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１２８）

　　摘要：土地利用冲突已成为制约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问题，威胁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处理好城市发展和
土地利用的协调关系，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运用ＰＳＲ评价模型、空间自相关理论对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冲突时空
演化特征进行研究；运用ＡＲＩＭＡ模型和ＢＰ神经网络组合模型对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土地利用冲突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
果表明，土地利用冲突的强度在不断增强；空间分布上由分散趋于集中，空间集聚程度提高；未来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

仍保持上升的动态变化，但增长速度变缓；最后提出协调人地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的对策，为

缓解土地利用冲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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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从１９４９
年的７．３％提高到２０１４年的５４．７７％［１］，已成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城市群”作为城市化高级主体形

态，其空间框架体系也在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成为带动区域

均衡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加快和城市

群的形成壮大，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受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

的影响，表现出邻域推进和边缘区扩张的发展格局［２］，土地

资源高强度开发利用，城镇用地扩张失控，土地利用结构失衡

逐步凸显［３－４］，衍生出一系列“土地利用冲突”的问题，并有

加剧的趋势。

土地利用冲突作为城市化深入发展中土地利用演化过程

与结果的突出表现，已成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障碍，是当

前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的重点。目前关于土地利用冲突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冲突的概念内涵［５－７］、类型划分［８］、

产生原因［９－１０］、评价诊断［１１－１３］等方面，主要发生在农牧交错

带、水陆过渡带、城市边缘区以及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地

区［５，１４］。研究方法多采用参与式调查法［１３］、博弈论［１０］等定性

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则主要包括 ＰＳＲ评价模型及其扩展模
型、多目标评价模型，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对土地利用冲突的强

度进行测算［３，１１－１２，１５］。此外，对土地利用冲突的研究也主要

集中在时间序列的变化上。事实上，土地利用冲突不仅是一

种社会现象的缩影，更是一种具有空间异质性的地理现

象［１４］，对其空间特征的研究尤为重要。不同社会经济条件

下，土地利用冲突的强度与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须要加强对

未来土地利用冲突动态模拟。但纵观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形

成完善的土地利用冲突理论体系，尤其对土地利用冲突时空

演化规律和区域土地利用冲突情景模拟预测的研究较少。

关于土地利用冲突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学者并没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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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而明确的定义。于伯华等认为，土地利用冲突指各利益

相关者对土地资源利用的方式、数量等方面不一致、不和谐，

以及土地利用与环境方面之间的矛盾状态［５］。周德等把土

地利用冲突定义为不同的土地利用主体在利用土地资源、土

地资产、土地空间时产生的矛盾与对立，并对社会、经济、生态

环境造成了一定危害［２］。本研究将土地利用冲突定义为由

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利用方式的多样性，经济利益的获取、

生态环境的保护、社会效益的实现共同构成土地压力，影响土

地的利用结构和产出效益。为满足人们生存、生产和发展的

需要，在对土地资源利用的过程中产生经济冲突、生态冲突、

社会冲突的不和谐状态。

因此，本研究在构建 ＰＳＲ土地利用冲突模型的基础上，
对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进行评价，归纳
其动态变化规律与趋势；运用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揭示土

地利用冲突的空间集聚分异特征与规律；利用 ＡＲＩＭＡ模型
和ＢＰ神经网络组合模型，对未来１０年长株潭地区土地利用
冲突演化的趋势进行动态模拟，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土地

利用冲突的合理调控和城镇化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湘江下游，现辖长沙、

株洲、湘潭３个地级市４个县级市和８个县。土地总面积为
２８０７０ｋｍ２，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地貌类
型以丘陵、岗地、平原为主，兼有山地、水面。２００７年被确定

为“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２０１４年长株潭城市
群实现ＧＤＰ１１５５５．９亿元，占全省 ４２．７％，城市化水平为
５５．９１％。长株潭城市群兼具东部发达地区和中部发展地区
的特征，随着快速城市化发展，城市周边农用地不断被占用、

用地效率低、粮食安全与环境安全日趋严峻等一系列问题给

区域土地利用造成巨大压力，产生冲突。如何缓解土地利用

冲突、处理好城市发展和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协调关系，对促

进长株潭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落实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具有

积极意义。

１．２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长株潭土地利用现状数

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湖南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湖南农村统
计年鉴、长株潭城市群行政区划矢量图。

２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评价体系的构建

２．１　评价指标的建立
影响土地利用冲突的因素错综复杂，ＰＳＲ模型能综合考

虑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１６］，探究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复杂性的土地可持续问题进行有效评价［７］，揭示压力之下

土地利用所处状态的变化以及相关土地管理者作出的响应。

从快速城市化角度，结合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以及长株潭城市

群土地利用的实际状况，根据研究方法的需要和要求、指标数

据的可获取性、整体性、可量化性原则，构建以土地利用冲突

强度为目标层，以压力、状态、响应为准则层，选取１８个社会
经济指标来综合测算土地利用冲突综合评价指数（表１）。

表１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强度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极性 权重

土地利用冲突强度 压力指标Ｐ（０．４７５５） ＧＤＰ（Ｐ１） 正向 ０．１０３２
城市化率（Ｐ２） 正向 ０．０２９２
土地负载指数（Ｐ３） 正向 ０．０７０８
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Ｐ４） 正向 ０．０９０６
自然灾害指数（Ｐ５） 正向 ０．０５５５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Ｐ６） 逆向 ０．０７３６
建设用地生产力与农用地生产力比（Ｐ７） 正向 ０．０５２６

状态指标Ｓ（０．３４１９） 生态用地比重（Ｓ１） 逆向 ０．０６９８
土地垦殖指数（Ｓ２） 逆向 ０．０６８８
建设用地比重（Ｓ３） 正向 ０．０６４７
未利用地比重（Ｓ４） 逆向 ０．０７７７
人均粮食产量（Ｓ５） 逆向 ０．０２０３
耕地复种指数（Ｓ６） 逆向 ０．０４０６

响应指标Ｒ（０．１８２７） 旱涝保收指数（Ｒ１） 逆向 ０．０２４６
机械化水平（Ｒ２） 逆向 ０．０５２２
有效灌溉率（Ｒ３） 逆向 ０．０４４３
万元ＧＤＰ能耗（Ｒ４） 正向 ０．０３１９
中低产田改良面积（Ｒ５） 逆向 ０．０２９７

　　注：土地负载指数表示总人口／土地总面积，即人口密度；建设用地生产力与农用地生产力比表示二三产业产值／建设用地面积与农林牧渔
业产值／农用地面积两者的比值；土地垦殖指数表示耕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２．２　指标的无量纲化
由于各指标对土地利用冲突的正负影响存在差异，且单

位不同，须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消除量纲和数量级的影

响，使指标具有可比性。

对于正向指标：

Ｖｉｊ＝（Ｘｉｊ－ｍｉｎＸ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Ｘｊ）；
　　对于逆向指标：

Ｖｉｊ＝（ｍａｘＸｊ－Ｘｉｊ）／（ｍａｘＸｊ－ｍｉｎＸｊ）。
式中：Ｖｉｊ表示标准化后的值；Ｘｉｊ表示第 ｉ行第 ｊ列指标的实际
值；ｍｉｎＸｊ表示第ｊ列指标的最小值；ｍａｘＸｊ表示第ｊ列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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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

２．３　利用熵权法确定权重
计算第ｉ年ｊ项指标的比重：

Ｙｉｊ＝Ｘｉｊ／∑
ｍ

ｉ＝１
Ｘｉｊ。

　　计算指标信息熵：

ｅｊ＝－ｋ∑
ｍ

ｉ＝１
（Ｙｉｊ×ｌｎＹｉｊ）。

　　通常令ｋ＝１／ｌｎｍ，则有０≤ｅｊ≤１，且当Ｙｉｊ＝０时，令 Ｙｉｊ×
ｌｎＹｉｊ＝０。
　　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ｄｊ＝１－ｅｊ。
式中：ｄｊ越大，代表指标越重要。

计算指标权重：

ｗｉ＝ｄｊ／∑
ｎ

ｊ＝１
ｄｊ。

式中：ｍ表示评价年数；ｎ表示指标个数。
２．４　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的测算

为全面反映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的强度，本研究

借鉴杨永芳等提出的区域土地利用冲突综合指数［７］来探究

其发展程度，其公式为：

ＩＬＵ＝∑
３

ｉ＝１
（∑
ｎ

ｊ＝１
ｘｉｊ×ｗｉｊ）×Ｒｉ。

式中：ｘｉｊ表示第ｉ项分类指标的第 ｊ个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ｗｉｊ表示相应的权重；Ｒｉ表示第 ｉ项分类指标的权重，即压力、

状态、响应三者的权重；∑
ｎ

ｊ＝１
ｘｉｊ×ｗｉｊ分别表示压力、状态、响应３

个分类指标的综合评价值。

３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３．１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时序变化特征分析
根据上述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评价模型，得出长

株潭城市群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冲突的压力、状态、响应
三者的评价值（图１）土地利用冲突综合指数（图２）。

　　（１）压力指数。由图１可知，长株潭城市群压力指数整
体呈现直线上升趋势，上升速度也逐渐加快。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压力指数略有下降，主要是因为自然灾害等得到有效控制，受

灾面积和受灾频率减少，缓解了用地压力。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
压力指数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且增长幅度较平缓，由

１９９９年的０．０５４上升到２００５年的０．０６９，共增加０．０１５，增幅
为２７．７８％。从２００５年以后，压力指数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由２００６年的０．１０４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２１４，共增加０．１１，增
幅达１０５．７７％。造成压力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的

发展，地均二三产业总产值与地均农林牧渔产值的差距、城乡

固定投资比不断扩大，导致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矛盾加剧。同

时，ＧＤＰ、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土地的需求加剧，这无疑给长株
潭城市群的土地利用带来了巨大压力。

（２）状态指数。长株潭城市群状态指数整体处于波动中
增长。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状态指数平缓上升，从 ０．０１７增长到
０．０５６。原因是土地的利用效率较低，土地的产出效益不高，
人均粮食产量和耕地复种指数的下降，加大了土地利用的冲

突。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状态指数有所下降，从 ０．０５６下降到
０．０４８。其间土地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缓解了土地利用冲
突。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状态指数在波动中上升，从 ０．０４８增加
至０．１００。该阶段土地利用结构处于变动中，耕地、未利用地
面积逐年减少，而建设用地面积却大量增加。

（３）响应指数。从评价结果来看，长株潭城市群的响应
指数基本处于下降状态。表明在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和

所处的土地利用状态，长株潭虽希望通过增加旱涝保收面积、

有效灌溉面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降低 ＧＤＰ能耗等措施
来提高土地的经济产出，缓解土地利用压力的进一步增大所

带来的影响，但由于各种响应措施投入力度不够，各响应指标

呈现波动起伏，效益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对有效缓和土地利

用冲突的作用有限。因此，未来仍须继续采取加大技术和资

金的投入以及降低污染消耗等措施来进一步提高响应指数，

以积极应对土地利用带来的各种冲突压力。

由图２可知，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
的强度除２０００年略微下降外，整体保持增长趋势。２０００年
压力指数下降，响应指数上升，缓解了土地利用冲突，使土地

利用冲突综合指数下降。说明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措施，土

地利用冲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１２年间，土地
利用冲突综合指数最低时为０．０７６，最高值达到０．３２１，增长
幅度为 ３２２．３７％，土地利用冲突的强度增加速度较快。以
２００５年为转折点，２００５年以前土地利用冲突保持较缓的增长
速度，２００５年以后土地利用冲突明显增强，并有加速增长的
趋势。

３．２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传统的统计方法仅侧重于对数值或空间的独立研究，并

未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综合考虑［１７］，无法揭示数据的

空间关联性和依赖性［１８］。本研究运用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

关的方法来探讨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的空间关联与异

质状况，识别土地利用冲突的空间分异格局，揭示土地利用冲

突的空间集聚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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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自相关是反映属性值在研究区域内的空间关联或差

异程度。全局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公式为：

Ｉ＝
ｎ∑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ｉ－ｘ）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ｗｉｊ∑

ｎ

ｉ＝１
（ｘｉ－ｘ）

２
，ｘ＝１ｎ∑

ｎ

ｉ＝１
ｘｉ。

式中：ｘｉ、ｘｊ分别表示变量ｘ在相邻配对空间上的取值；ｘ表示
ｎ个空间单元变量ｘ的平均值；ｗｉｊ表示空间权重矩阵，ｉ与ｊ相
邻时为１，不相邻为０。Ｉ的取值范围是 －１～１，值越趋近１，
代表空间差异越小，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Ｉ＜０，代表空间差
异显著，存在负的空间相关性；Ｉ＝０，表明在空间上相互独立、
不相关。

局部自相关进一步揭示属性值在局部空间上高值簇和低

值簇分布格局。局部ＬＩＳＡ指数公式为：

Ｉｉ＝
ｘｉ－ｘ
Ｓ２
∑
ｎ

ｊ＝１
ｗｉｊ（ｘｊ－ｘ），Ｓ

２＝１ｎ∑
ｎ

ｉ＝１
（ｘｉ－ｘ）

２。

式中：Ｓ２表示ｎ个空间单元变量ｘ的方差。
计算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长株潭城市群各县（市）土地利用冲

突综合评价指数，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９．３、Ｇｅｏｄａ０．９．５ｉ软件对
ＭｏｒａｎｓＩ指数和ＬＩＳＡ指数进行测度，绘制ＭｏｒａｎｓＩ散点（图
３）和ＬＩＳＡ聚集（图４），识别各县（市）单元土地利用冲突的
空间差异程度。

　　Ｍｏｒａｎ散点图将研究区域划分为４个象限，对应４种空
间格局：第Ⅰ象限———高值区域被邻近高值区域所包围（高
高），二者空间差异较小；第Ⅱ象限———低值区域被邻近高值
区域所包围（低高），二者空间差异较大；第Ⅲ象限———低值
区域被邻近低值区域所包围（低低），二者空间差异较小；第

Ⅳ象限———高值区域被邻近低值区域所包围（高低），二者空
间差异较大。

１９９９年的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在１０％的显著性检验水平下不显
著（Ｐ＝０．１６８），土地利用冲突总体上空间分布较分散。２０１０
年的ＭｏｒａｎｓＩ值在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值（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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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土地利用冲突在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形成了明显的空

间正相关。Ｍｏｒａｎ值从１９９９年的０．０５９６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
０．１８５５，也表明土地利用冲突的空间集聚水平在不断增强。
由图３可知，１９９９年处于Ⅰ、Ⅲ象限和Ⅱ、Ⅳ象限的值比较均
衡，２０１０年处于Ⅰ、Ⅲ象限的值要多于Ⅱ、Ⅳ象限，即长株潭
城市群的土地利用冲突在空间上存在正相关性，形成了高高、

低低的集聚类型。以上都说明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的

空间集聚强度在逐渐增强，主要是因为城市间的联系更为紧

密，邻近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逐渐减小。从落入各个象限的

点的变化发现，长沙县、浏阳市从第Ⅱ象限（低高）转变成第
Ⅰ象限（高高），存在高值区的扩大。第Ⅲ象限（低低）与第Ⅳ
象限（高低）没有明显变化，但第Ⅳ象限的长沙市有向第Ⅰ象
限（高高）趋近的趋势。位置的变化说明处于第Ⅱ象限低值
区域被高值区域包围时，更容易被空间趋同，减少空间差异。

由图４可知，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整体上存在空
间集聚性，但并不显著。长沙县由 １９９９年的低高区域变成
２０１０年的高高区域，是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的“热点”
区域，表明长沙县与周围的长沙市区、湘潭市区、株洲市区等

土地利用冲突较强的县（市）联系加强，呈现出显著集聚的特

征。长沙县成为“热点”主要是因为其毗邻长沙市区、湘潭市

区、株洲市区，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易受到城市增长

极的影响，城市化水平发展迅速，从１９９９年的７．１７％飞速发
展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０．６５％，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的矛盾深化，加
剧了土地利用冲突。

４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模拟预测与调控对策

４．１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模拟预测
４．１．１　驱动因子的确定　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研究需
求及数据可得性，选取１９９９—２０１４年影响长株潭城市群土地
利用冲突变化的１１个社会经济指标。用ＧＤＰ、地均劳动生产
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用总人口、城市

化反映人口状况；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反映产业结构

变化情况；由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对土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程度；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反映耕作的现代化及科技投入水平；

以粮食产量反映耕地产出对社会的满足度。

由于土地利用冲突受到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驱动因子

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有线性关系的同时又包含了非线

性关系的复合特征。ＡＲＩＭＡ模型对于有线性关系的数据进
行时序预测时精度较高，对于非线性的处理效果欠佳［１９］。而

ＢＰ神经网络是一种多层前馈型神经网络，基于误差反向传播
算法，达到高度的仿真功能，能有效模拟数据的非线性规

律［１９－２１］，因此本研究采用 ＡＲＩＭＡ模型和 ＢＰ神经网络的组
合模型对土地利用冲突强度进行预测。

４．１．２　组合模型的构建及预测　（１）ＡＲＩＭＡ模型预测。建
立ＡＲＩＭＡ（１，１，１）模型，模拟预测１９９９—２０２０年土地利用冲
突值，结果见图５。
　　（２）ＢＰ神经网络预测 ＡＲＩＭＡ模型误差及检验。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的驱动因素数据作为网络训练输入层，土地利
用冲突评价实际值与ＡＲＩＭＡ模型预测值的误差值作为目标
输出，进行网络拟合和训练，输入层为１１，隐含层为１４，输出
层为１，学习速率设置为０．２５，允许误差设置为１０－８，用得出

的误差值对 ＡＲＩＭＡ模型预测值进行修正，得到组合模型预
测值（表２）。由表２可知，ＡＲＩＭＡ模型和 ＢＰ神经网络的组
合模型对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的拟合精度较高，可用于预测。

表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冲突预测值与实际值检验

年份
土地利用冲突

拟和值 实际值 绝对误差

１９９９ ０．０９８０ ０．０９９７ －０．００１７
２０００ ０．０７９３ ０．０７６４ ０．００２９
２００１ ０．０８１５ ０．０７８７ ０．００２８
２００２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９９１ －０．０００４
２００３ ０．１２０９ ０．１２１２ －０．０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０．１２６９ ０．１２６９ ０
２００５ ０．１３８８ ０．１３６６ 　０．００２２
２００６ ０．１９２９ ０．１８７９ ０．００５０
２００７ ０．２１２８ ０．２１３５ －０．０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０．２２２７ ０．２３３９ －０．０１１２
２００９ ０．２８４４ ０．２８３１ ０．００１３
２０１０ ０．３２２３ ０．３２１４ ０．０００９

　　（３）网络预测。运用 ＡＲＩＭＡ模型对已获取的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４年各驱动因素的值进行预测，得到其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的
值，再将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值代入训练好的 ＢＰ神经网络，对
ＡＲＩＭＡ模型进行修正，得到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土地利用冲突预
测值（图６）。

　　预测结果（图６）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强度
在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期间仍保持上升的动态变化，预计２０２０年
土地利用冲突强度达到最高，届时严重威胁到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但是在２０１２年以后增长速度变缓，表明通过积极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控制国土开发强度等

措施，能有效控制土地利用冲突，促进土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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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对策建议
在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冲突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结合

各指标的预测趋势和权重，判断出人口因素、经济发展状况、

土地利用结构是影响土地利用冲突的主要因素。因此，为缓

解土地利用冲突、促进城市良性发展与土地合理利用关系的

协调主要从上述３个方面进行探讨。
４．２．１　协调人地关系　人口因素是构成土地利用冲突的主
要因素，人口增长过快使有限的土地资源遭到不合理的高强

度开发，对土地的重用轻养引起土地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变化，

造成新一轮的土地利用压力。因此，要控制人口总量，更要提

高人口素质，加强土地保护意识，合理安排土地利用布局，构

建和谐人地关系。

４．２．２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长株潭城市群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仍处于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偏低。工业需要大量土地支持其发展，而第三产业能吸收剩

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土地的压力。因此，要加强产业

结构的调整，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高科技低能耗的绿色工

业，加快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

４．２．３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各行各
业对土地的刚性需求带来了非农建设与农业用地争地现象。

建设用地与耕地的矛盾是最大的土地利用冲突，建设用地相

对于耕地能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城乡固定投资比也随之扩

大，导致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林地、未利用地的现象频繁，使土

地利用冲突日趋严峻。必须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保护耕

地总量，提高耕地质量，保障林地覆盖率，合理使用未利用地，

使土地利用呈现多样化。

对于目前土地利用冲突较为严重的长沙市区、株洲市区、

湘潭市区等地，要创新土地利用模式，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推动土地利用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转变；推进土地

整理复垦和开发，加强污染土地的综合治理，恢复和提高土地

的生态功能等措施来缓解土地利用冲突。对于湘乡市、茶陵

县等土地利用冲突强度较低等地，应保持耕地的数量，提高耕

地的产出水平；合理安排土地资源配置，有序控制建设用地增

长；落实土地用途管制，统筹安排各类用地等防止土地利用冲

突加剧。

５　结论

长株潭城市群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冲突的压力和状
态指数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响应指数基本直线下降，致使土

地冲突强度不断增强，２００５年以后增长速度加快。１９９９年土
地利用冲突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分散，到２０１０年时空间分布则
较为集中，存在高高、低低的正相关性，表明土地利用冲突的

空间集聚水平在不断增强，并且处于第Ⅱ象限低值区域被高
值区域包围时，更容易被空间趋同，减少空间差异。长株潭城

市群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在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仍将保持上升的动
态变化，预计２０２０年达到最高值，但增长速度放缓。提出协
调人地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土地利用结构的建议来

缓解土地利用冲突，促进城市良性发展与土地合理利用关系

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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